
 

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黄 宗 智

摘    要    中国在将近两个世纪之中一直都被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窘境：现代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

人也是其发展模范。在其近现代历史中，一再从完全拒绝西方转到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如今，近乎两个世

纪之后，中国终于逐步走向了一个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既采纳源自其反帝革命过程中的优良传

统，也采纳其西式现代化经验中的优点来想象、推进中国的未来。这个改变很好地体现在中国最近的“一带

一路”倡议和所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西方学术仍然多局限于其源自冷战时期中的善恶分明和对

立的视野，一再将不择手段地谋求和使用权力的动机投射于中国。即便是中国自身的学术，由于西方政治学

传统中完全聚焦于权力及其运作的论析的影响，大多要么忽视了中国不同的，既是道德化的、也是实用性的

思维方式，要么仅是官方话语的转述或阐释，不多考虑其实际运作和远瞻性愿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中

国的新设想来更好地认识其最新的经济发展进路和其对世界未来的新综合性视野和深层的远瞻性愿景。对比

新设想和最近十几年的农村发展战略，我们可以更清楚和完全地看到两者间的巨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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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讨的问题与其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受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一直都深深陷于“其敌人也是其模范”的困境。像许多其他的国家

一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先是拒绝后是模仿，而后是再次拒绝而后模仿，依据的是既对立而又孪生的自由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完全拥抱资本主义，一个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在那样的剧烈反复的水面

之下，一直还有更为深层的对如何能够既促进中国的（西式）现代化又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全球主义的道

路探寻，但在最近的十年之前，这一探寻一直都未能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即便是目前，人们也仍然

多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观点之间的拉锯。

至于西方，我们则看到从重商主义到古典自由主义，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后到当前的新自由主义

和全球主义的历史演变。对中国来说，那是个从鸦片战争（英国为的是惩罚中国焚烧走私的鸦片）到侵略

和镇压，到不平等条约和强迫退让，而后到“瓜分”中国−多在“自由贸易”和“国际大家庭”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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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历史。①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用形式化的表达来转述的话，指出：如果某地 A 能够以一半的成

本来生产商品 A，而 B 地则能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商品 B，两地交换将会对两者都有利。多边的贸易同

理。在斯密的论述中，如此的交易将会促进各地的专业化和分工，由此推进各地的经济发展。这是个针对

其前的重商主义−提倡保护主义和为重商国家谋取尽可能多的金银−的批评。新的自由主义理论，部

分是源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从国家和贵族争得更多的营利自主权而提出的理论，②但后来则成为帝国主义

的自我辩护。两者乃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面，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相对后发展国家的两面性。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基督教的慈善历史。在中国，它试图凭借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包括

扶贫济困，也包括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也是传播现代知识和思想的教育工作。在历史视野下，我们也许可以

将其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也是其两面性的一个方面。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从那样的历史背景兴起的，凭借的不仅是“自由”和“自由贸易”的

名义，还包括以普世的“现代化”发展来拯救贫困的世人的理想。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帝国主义起源的另一

面，其中强弱和贫富悬殊的实际，以及其侵略和殖民，逐利和剥削。当前的全球主义也是两面性的，仍然

带有支配和无限逐利的另一面，虽然已是比之前要更加自由主义理想化的一面。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赤裸

裸的侵略和殖民化，而是更多、更严格的自由主义法律建构和规则，更加强调自愿的贸易协议和合同。但

即便如此，其霸权结构仍然是鲜明的−可以见于美国在其国境之外的 800 个军事基地，以及远远超过所

有其他国家的军事开支，③也可见于美元之被设定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取代了之前的黄金），以及支撑其

制度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当然也包括其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联盟”，以及源自

基督教教会和非教会的克服贫困与疾病的慈善传统和现代西式教育传统。对中国来说，这些也不是虚词而

是两面的实际。

中国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以来，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凭借其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及其稳定

的政体与社会，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其成效，除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外，更可以鲜明地见于其（截至

2009 年）所积累的 1.2 万亿到 1.5 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多存于美国的国债（被金融界广泛认为乃是最稳定

可靠的金融工具），达到中国自身 GDP 的大约 25% 的幅度。④但是，这也意味对美国政府和其全球金融

体系的高度依赖。

这是了不起的发展经验，但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啸”下，则显示了其对美国主宰的金融体系的过分依

赖。在金融利率上升与美元与美国国债贬值的环境下，中国如果抛出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的话，立刻便

会引起其市场价值的更剧烈下跌。而美联储降低利率，或卖出更多国债来扩大美元供应量的举措，则会同

样直接影响其国债的市值。美国国债的贬值直接影响中国的（来自亿万农民工的血汗所积累的）国家财

富，但中国除了继续持有这些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美元陷阱”

(dollar trap)。⑤更有进者，一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论述，美国经济如果进入长时段的通货膨胀状态，将会导

致美元严重贬值。何况，鉴于美国国债已经非常巨大，如果美国政府有朝一日进入不能偿还债务的窘境的

话，中国政府将会损失巨大并受制于人。⑥而这一切都系于一个对中国半敌视、半友好的美国政府，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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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态度似乎最终取决于中国到底何等程度愿意接纳美国的自由民主、反共和自由贸易理念。

对中国来说，这一切基本仍然是个怎样才能够扩大中国的自主性的问题。中国面对的常是充满敌意的

美国政策，譬如，其所领导组织并于 2016 年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有意将中国排除

于外。中国长期以来的根本问题一直都是：怎样才能，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做到独立自主−那是中国

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个不受其支配的自主的中国。当然，面对西

方的反共产主义以及美国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曾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提倡全球的共产主义

革命。①在 1978 年以来的改革时期，中国已经基本悬置了其早期的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愿望，全面转入

其所学到和拥护的借助自由贸易和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来推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作为世界

贸易组织的一个后来成员，以及之前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既无可能也无意愿违反现有国际贸易规

则。如此，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帝国主义支配之后，对中国来说，一个基本意向仍然是：该怎样纳入上

述的发展道路而又探寻一种与新自由霸权主义不同的前瞻视野？怎样才能摆脱其被帝国主义及其当前的全

球主义的支配？怎样才能决定其自身的道路和命运？

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如今的远瞻性愿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多知道，任何组织/企业的优越领

导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条件是，是否具备远见，能否提出一个远瞻愿景和指向一条朝那一方向进行的道路？

在这个“远见”问题上，一个实例是沃尔玛公司：它摆脱了传统商业的贱买贵卖营利方式，而采纳了新型

的贱买贱卖经营方式，凭借扩大销售量而不是买卖差价来促进其利润的最大化，由此革新了商业。亚马逊

和阿里巴巴更进一步，将其与新信息科技结合，由此创建了划时代的新零售商业模型。在经济领域之外，

我们还知道，历史上有不少特别出色领导人的实例，凭其远见而改变了历史趋势。以上说的内涵英语常用

 “vision”一词来表达，尤其在企业/商业研究中常见，也可见于关于突出历史人物的论析，甚或是专业创

新人物的论析。目前，中文尚未有完全同义/合适的表达。现有的“愿景”一词偏重“愿望”多于“远见”

 （含义贴近英文“aspiration”一词，与“vision”颇不相同），不是很贴切。目前笔者只能用近似的、比较

累赘的远瞻性愿景/设想和远见等词来表明本文提出的“vision”概念的意思。

在新近的十年中，中国已经逐步超越了之前的要么全盘拒绝要么全盘模仿西方的极端倾向，已经形成

一种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其经济体已经将此具体实现为一个 6:4 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非农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官方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一直在探寻两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协作与综

合。相对全球主义而言，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全新的远瞻性的愿景，与过去走向要么模仿要么拒绝西方的

单一极端的倾向十分不同。

虽然如此，国内有不少观察者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新的远见（与自信）和之前的困境和过分极

端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同。远见这个关键因素不是一般的权力战略论析所能认识到的，更不是简单转述、宣

扬或阐释官方话语所能说明的。许多美国观察者则仍然从旧的视野来认识、理解中国。首先是冷战时期的

善恶对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观点，再则是将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型）权力追求投射于中

国，并将其置于善恶斗争意识中来认识，即便中国已经脱离了那样的两极对立意识。这样下去，双方都有

可能会完全误解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愿景。

二、中国的新综合性设想

中国的新综合性设想是一步步形成的，主要可见于最近十来年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近建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新设想中，它将是一个迥异于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

它将部分取自中国传统中“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前者是崇高道德理念的仁治，后者则主要关注权力

和支配。它将是迥异于西方近现代帝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控制中国的霸权理念。中国将站在受害的发展中

国家的一方，将追求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支配但又经过自由贸易和工业化的发达/现代化的中国和世界。

根据中国的新视野和想象，它将采纳中国自身的新经验：一是从自由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借助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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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和中国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输出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成为“世界的工厂”。但如今，它将

转入新的发展战略，包括出口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经验，而不是仅仅依赖外来的逐利资本，

以及国内凭借极高比例投资来拉动的发展，像改革前三十年那样。如今它将特别突出中国自身凭借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现代化的道路和铁路、现代化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建设来拉动的贸易和发

展。它将把这些最基本的投入，基础设施带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的是推动互利贸易发展。同时，它将拒

绝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占领，以及剥削、支配和霸权，而将主要依赖订立自由主义所突

出的自愿、平等、互利的，经过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和合同来推动发展。

它将着眼于中国之外，特别是与其毗邻的国家，首先是通过陆地的 “丝绸之路”，不是要以丝绸为主

而是要发展更为宽阔的贸易来建立一个围绕该路的“经济带”，从中国经由中亚各国而连接欧洲，来推进

互利的贸易。它也将围绕海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的南海，经由印度洋而西向进入波斯湾到近东

国家，也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北非和南欧国家，同时，经过阿拉伯海到东非。两个“经济带”的扩

大了的贸易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同时，它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不同于现有的美国带领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两者都连带着由美国一国关于主要事项的绝对否决权和支配权。它将通过贷款来帮助发展中

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带有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其长期以来所至

为关心的遏制“共产主义”敌人的目的。

中国将聚焦于源自自身经验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沿途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公路和铁路、能源和新技

术，以促进新工业的兴起和推进其与中国的互利贸易。这是中国在其“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起到很好作

用的一个发展战略，如今将被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是沿着上述的思路，中国最近十年来形成了以上

的新综合性和远瞻性愿景，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由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和代表。

在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之下，以及其已经高度发达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法律和贸易规则之下，中

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实质的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没有那样的动机，来试图建立像 19 世纪大

不列颠以及 1945 年之后的美国那样的，继承我们可以称作古典“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imperialism）以

及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霸权（liberal and neoliberal hegemony）。①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居然在 2017 年从其自身所组织的泛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议退出。这是一个源自被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所批评的重商主义立场的举措，反倒是中国在倡

议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由此形成一个吊诡的角色转换。

三、陆地与海洋分别的“一带一路”的具体含义

 “一带一路”倡议中隐喻的新 “丝绸之路”实际上包含两条路，一是陆地的，一是海洋的，而“一

带”所指的则是分别包含那两条路的两个“经济带”，其中，既有后发展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与中国

关系密切的国家，也有追求不同目的的、与中国竞争的国家。②

 （一）陆地的“丝绸之路”与其经济带
首先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其间是中亚各国。新视野的初始构成可见于 2011 年开始

运行的“渝新欧”铁路。当时，货物从上海运到欧洲需时 28 天，而渝新欧铁路则可以将其减少到 16 天。

这是构建渝新欧铁路的原始动力，其创意主要来自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尤其是其市长和经济战略家黄奇

帆。③它的执行计划是连接中国与欧洲双边贸易的“丝绸之路”, 将过关的程序，通过与哈萨克斯坦、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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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nderson 2017 是个充满启发的关于全球的霸权概念的历史回顾和论析。参见 Anderson, Perry, 2017,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London-New York, Verso. 

②关于“一带一路”的示意图，可参考 http://www.52maps.com/ditu_yidaiyilu.php. 本文不打算详细讨论另外两大相关议题：一是中国和东南亚各

国（“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在 2010 年建立了 “自由贸易区”，如今也是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和 “东亚”国

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关联。其核心主题也是推进互利的贸易发展，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更包括中国在建立基础设施方面的协助。

③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开放时代》201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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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协议，简化、压缩到一次性从中国过关之后便可直接前往德国的杜伊斯

堡。对当时美国的惠普公司来说，这是个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远瞻性设想（当然，也包括重庆市政府所提供

的税收和土地使用优惠以及重庆的廉价技术人才和人力），因而促使其与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联同参与。如

今，每年有 2500 万台电脑笔记本经由此铁路从重庆运到欧洲销售，占据全球电脑笔记本销售总量的 1/3。①

伴随以上设想而来的，是进一步通过陆地道路和经济带来连接中国与欧洲以及其间的中亚各国，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中，哈萨克斯坦乃是最大和最重要

的一国，如今占据中国和中亚全区贸易的约 60%。②

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火车，包括 2017 年经改进将行程时间从之前

的 30 小时压缩到 24 小时，③对连接两地互补的经济起到重大的作用：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

矿石资源以及其放牧经济的动物油脂和丰富森林土地资源的植物产品，使中国成为其第二大的出口地，

2018 年达到 63 亿美元的总量；而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的（较便宜的）机电产品（35%）、贱金属及制

品（30%）、化工产品（17%）等，④已达到 54 亿美元的总量。正因为如此，党的总书记习近平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设想。哈萨克斯坦无疑乃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陆路经

济带中至为关键的国家。
 （二）海上“丝绸之路”和经济带
与陆地经济带并行的是海上的“丝绸之路”和经济带。和陆地经济带一样，这个经济带的设想是要协

助此经济带内的后发展国家建设其基础设施并与中国开展互利贸易。和经过中亚陆地运输到欧洲的陆地经

济带不同，此路是经南中国海、印度洋而后波斯湾到中东国家，经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到北非和南欧，以及

经阿拉伯海到非洲东部和其他国家。

在此，中国关键的盟友是巴基斯坦。早在 2007 年双方已经建立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区。之后，在

2013 年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下，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额的贷款、援助和投资，在 2017 年达

到 620 亿美元的总数。⑤其重点毋庸说乃是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和铁路，运输和能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东南海岸的（仍处于较早期的建设中的）瓜达尔港。⑥它的部分目的是为

中国开辟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输运途径，减低中国如今对（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间的）马

六甲海峡的依赖度⑦−中国使用的能源约 60% 来自国外，其中，80% 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而来的。⑧

其安全考量部分源于该地海盗出没，更重要的则是美国在其周围的军事基地的实力，一旦发生冲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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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俊霞：《“渝新欧”国际铁路对重庆外贸发展的影响研究》, 硕士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 年。最近，有论者从地方政府由于

过分的竞争而采用了不经济的政府补贴手段的角度来批评渝新欧铁路，可参见 Tjia, Yin-nor Linda,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Belt and
Road ’ s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 initiative.” China Journal (Jan.)2020, pp: 58-78. 但在笔者看来，从更宽阔的视野来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来推

动进一步的贸易发展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固然有其过分的个别案例，但总体来说，它仍然无疑乃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

关键机制。具体可参见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 年第 3 期；周黎安：

 《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开放时代》2019 年第 3 期。

②胡鞍钢、马伟、邹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③《K9795/9796 次列车》，https://baike.baidu.com/item/K9795%2F9796%E6%AC%A1%E5%88%97%E8%BD%A6/18874125?fr=aladdin.

④《2018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全景图》，《前瞻经济学人》，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90701-74705203.html.

⑤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E2%80%93Pakistan_Economic_Corridor.

⑥这里，中国遭遇到印度的相应竞争。印度在距离瓜达尔港仅 80 公里的伊朗东南岸建设沙巴哈尔港，意在和伊朗联同扩大与阿富汗、土库曼

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连接和贸易。

⑦一个相关的建设工程是斯里兰卡南岸的汉班托特港，对中国发展之进入印度洋区域具有显然的商业和战略性价值。在该国前总统拉贾帕克

萨的积极催促之下（为的是发展其家乡），过急地展开了比原来计划要快得多的建设和投资，导致斯里兰卡陷入严重的经济拖欠，不能偿还

债款，结果将该港连带其管理权租赁给中国。美国的主流论析者将这一切（不无讽刺自身意味地）构建为中国的一种阴谋性“贷款陷阱”−
使人联想起西方自身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去。对中国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这样的工程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具体可参见 Chatzky,
Andrew, and James McBride, “China ’ 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
belt-and-road-initiative. Abi-Habib, Maria,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8.

⑧胡鞍钢、马伟、邹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这方面，另一具有较大潜能的是 2018 年开始建设的缅甸西岸的皎漂港 ( Kyaukphyu port )，可参见《皎漂港》，https://baike.baidu.com/
item/%E7%9A%8E%E6%BC%82%E6%B8%AF/12013969. 亦可参见 Environmental Justice Atlas, “Kyaukphyu port, Rakhine state, Myanmar,” https://
ejatlas.org/conflict/kyaukphyu-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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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全受制于美国。
 （三）连接陆地与海上的经济带
对中国来说，也许最使其振奋的前景是，连接这两条不同的陆地和海上经济带，既能大规模扩大两条

隐喻性的“丝绸之路”的发展潜力，也可以改变现在的战略格局。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从瓜达尔港经公路

和铁路运输到新疆喀什市，而后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全中国连接的远景。这不仅能够扩大中国和欧

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也能进一步开拓中国和中亚的贸易，从而扩大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的来源，减低

目前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新愿景所触发的一些反应：譬如，美国倡议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议，于 2016 年 2 月签署（但 2017 年 1 月特朗普总统决定从其撤出），有意排除中国的参与，意欲孤立中

国，和其之前的“遏制与孤立”中国政策一脉相承；再如，印度推动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邻近瓜达尔

港，以及连带推动的印度-伊朗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区，直接针对中巴经济走廊。

中国的作为，固然连带着一定的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考量，但无疑主要乃是源自其新的远瞻性经济

愿景，而最终是其与相关地区国家的互利考量。比如，渝新欧铁路确实推进了中国-欧洲的贸易，也推进了

中国-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对三个地区都带来了经济发展。更有进者，还赋予重庆（直辖市）在全

国各省和直辖市中至高的经济增长率。①

四、综合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许，最能说明中国的西向“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性质的，是中国领头创建的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明确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进两条经济带的贸易发展。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愿景中的两个

至为关键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都由此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先是来自双边的关系，而后，伴随亚投

行的设立和在 2016 年开始运作，也来自亚投行的多边合作。

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亚投行更集中于两个经济带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其愿景中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关注并不逊于自由主义。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如此的清晰

明了，基本排除了世行和 IMF 那些显而易见的源自政治动机的作为，特别是遏制其心目中的“共产主义”

威胁的核心目标：诸如对尼加拉瓜的索莫萨家族的资助，以及后来在 1980 年代对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地

诺党的拒绝；1970-1973 年对智利的阿连德的同样的拒绝；及其反面，对南越政府的长时段的支持，直到其

在 1975 年的崩溃。②在中国的表达中，这些正是美国霸权下的行为之与中国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 宗旨的不同。③

这里我们要连带指出，这不是要说，中国的新设想没有其战略性考量的一面。确立中国的安全以及其

能源的可持续性显然是重要的考虑，一如上面说明的那样。同时，中国无疑也在追求脱离对美国和美元过

分依赖的状态，希望更多凭借人民币来结算其国际贸易。当然也包含与独立于美国的国家的联盟（如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更包含与其他各有其自身的追求的国家，如印度、印尼、韩国、越南、马

来西亚等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中国在相对各行其是和中立的国家的投资遇到了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举例说，在印尼

 （特别是高铁建设工程中）遇到了十分不同于中国国内“征地”的经验的问题，这是由于印尼人具有更广

泛的土地私有产权；在越南，则需要和日本、新加坡、韩国，乃至于（最近几年做了更多投入的）美国进

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大家都是被同等的减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使用等因素吸引而来；④在马来西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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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俊霞：《“渝新欧”国际铁路对重庆外贸发展的影响研究》, 硕士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 年。

②Kapur, Devesh, John P. Lewis, and Richard Webb, The World Bank, Its First Half Century. Volume 1, History; Volume 2,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Toussaint,  Eric, “ 75  years  of  interference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Part  7).”  CADTM,  April  2,2019.
https://www.cadtm.org/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2194.

③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3 期。

④Maini,  Tridivesh  Singh, “ U.S.-Vietnam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hina  factor.”  Modern  Diplomacy,  Mar  3,  2019.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19/03/
03/us-vietnam-economic-relations-the-china-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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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坚决要求外来投资给予马来西亚本国企业和劳力更高比例的角色和利益。即便是在哈萨克斯坦，中

国也必须学习应对该国内部一些人士反对与中国建立如此紧密关系的意向，此意向认为应该更多朝向欧盟

或美国，或俄罗斯。①

马来西亚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其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比较热衷于中国的

投资和帮助，和中国签订了较大规模的项目，尤其是建造其东海岸的铁路（赖以推进较落后的东部的发

展）。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 于 2018 年 5 月再次当选总理后，则宣布暂时停止该项

目，为的是和中国重新谈判。之后，马哈蒂尔（在其 2020 年 3 月 15 日再次离职之前）宣称，足足将双方

原定的价额砍低了三分之一（虽然，其长度亦将减去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并声称：由此可见，中国原定

的价格是过高的。②

另一类似的实例是缅甸。人们也许会想象，作为一个毗邻中国的落后和弱势小国，只可能受中国的摆

布。但实际上，中国的棉纺织私营企业，在投资于该地时（主要由于其劳动力价格仅是中国的三分之

一），没有意料到，该国有较进步的劳动法规和较高度发达的工会组织，和在中国可以广泛使用“非正

规”劳动力（农民工）的客观情况十分不同。③在缅甸，中国的私企必须认真面对当地工会的集体谈判和

罢工运动并与其妥协− 一如香港的《南华早报》和凤凰卫视（最近组织了 70 项中国海外投资国别实际

情况的深入）报道。④

毋庸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然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问题。迄今，中国政府看来仍

然难以切近解决此一问题−近几十年来对“非正规”劳动力的大规模使用，目前还需聚焦于经济（GDP）

发展。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观察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教条的左派学者）认为，“国家资本主

义”（state capitalism）才是对中国的恰当描述。

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到重庆市在中央批准下的意义深远的“实验”−其中的关键性措施乃是决定将

国营企业盈利的一半用于“民生”（亦即社会公正）−它对缓冲（如今占据城镇从业人员大多数的）农

民工的问题起到重大的作用。⑤当然，其中的不可预测性在于，资本的无穷逐利机制将主要惠及较少的既

得利益者，而这可能阻挡未来的改革。

在实践层面上，区别于总体的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显然仍然还在逐步形成，不可避免地处于和

相关国家的讨价还价的协议和磨合过程之中。虽然如此，其主导性愿景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其与之前的

目标和道路都尚未明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不同。

正是那样的宽阔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使亚投行能在其早期的形成过程中（2015 年 3 月）便获得不少西

方国家的认可和参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尤其突出的是，英国的

行为是在美国明确表明其反对意见之下而做出的决策，是英美两国的紧密关系中非常罕见的分歧。这说明

不仅是英国，也是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中对美国在世行和 IMF 的支配性霸权的保留（虽然，多不见

于其明确表达）：对美元作为单一全球通用货币（替代之前的黄金）的保留；对世行 1946 年以来的 1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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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e Corre, Philippe, “Kazakhs wary of Chinese embrace as BRI gathers steam.” Belfer Cent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 Feb 28,
2019.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kazakhs-wary-chinese-embrace-bri-gathers-steam.

②Lim,  Guanie, “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under  the  BRI:  seeing  beyond  Mahathir/Najib.”  Asia  Dialogue,  Feb  25,  2020. https://theasiadialogue.com/
2020/02/25/china-malaysia-relations-under-the-bri-seeing-beyond-mahathir-najib/.  Ng,  Eileen, “ Revised  China  deal  shows  costs  were  inflated.”  The
Diplomat, April 16,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malaysia-revised-china-deal-shows-costs-were-inflated/.

③黄宗智：《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17 年第 3 期；黄宗智：《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

出发的研究（之二）》，《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

④Lo,  Kinling, “Strike  at  Chinese  factory  in  Myanmar  another  bump along ‘  One  Road ’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11,  2017. https://www.scmp.
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77951/strike-chinese-factory-myanmar-another-bump-along-one.  Lo,  Kinling,  and  Sidney  Lung, “ Chinese
factory in Myanmar ransacked by hundreds of angry work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0,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defence/article/2073775/chinese-factory-myanmar-ransacked-hundreds-angry. 可参见《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引：缅甸劳工》，https://feng.ifeng.
com/c/7uPoAJYEH1C.

⑤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开放时代》201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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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一直都由美国公民（都是前官员或企业家）独揽，①以及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

 （实际上仅仅基于在世行的 15.85%[ 基于实际投资额计算的 ] 投票权，以及在 IMF 的 16.52% 的投票权，

凭借的是简单规定重要决策须占有 85% 以上的赞成票 ）等特权的保留。②相比来说，亚投行设有五位副

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印尼和韩国。

可以见得，亚投行的思路和美国领导的世行与 IMF 是很不一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脱离了来自帝

国主义传统的既带有霸权也带有慷慨的那种两面性：既是权术也是基督教传教救世服务，既是源自政治动

机的贷款也是扶贫的救助。亚投行没有那样的双重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霸权主义性质；它几

乎使人惊讶地具有几乎更自由主义的一面：为了推动平等互利的市场发展，而且是脚踏实地地为此而推动

基础设施的发展。固然，它也带有试图将世界重组为一个更为多边的结构的维度，可以说是试图将目前，

即便是面对中国无可怀疑的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拥护，仍然以“反共”为其核心目标之一

的那种“美国霸权”的“去中心化”。

至于亚投行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创建动机部分来自对美国和日本创办的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总需求在 2010 到 2020 年间将会达到 8 万亿美元的

总数，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经过扩增仍然仅能在 2020 年达到每年约 200 亿的新贷款，去需求总额较

远。③亚投行设立的部分动机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在实施层面上，亚投行在其初始的 2016 年 6 月到 2019 年 5 月的三年中，2016 年提供了 17.6 亿元美

元的贷款，2017 年 22.4 亿，2018 年 27.5 亿，2019 年截至 5 月 5.3 亿，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参与

国家的总数已经达到 100，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发达国家，今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④

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当然不仅是为了资助亚洲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为了扩大中国自

身的巨型基础设施国营企业的市场，包括铁路、公路、隧道、运输设备、港口建设等。有的论者对中国这

方面的动机和正当性具有深层的怀疑，但是，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在价格和质量上具有较高

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对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客观上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它们是在中国自身的

成功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企业，由于中国极其快速的发展，无疑带有一定的“产能过剩”。那

当然也是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原因。但这样的安排并不取决于中国单一方的意

愿，而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

我们可以概要梳理一下中国对亚投行的一些主要战略性考量: 将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派上更好的用

途；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美国霸权的现实之下建立中国更大的自主性；为中国的新型的发展建立

更大的空间、条件与机会−不仅仅是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世界的工厂”的发展初期的关键动力，而

更是经过创新性的基础设施发展来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合作，包括从中亚到欧洲、从南亚到南欧再到

北非和东非，更不用说在东南亚和东亚的类似的发展。如此的战略性考量与平等互利的愿景并不矛盾。

五、超越性远见与实用性考量

为了避免陷入过于狭窄的理解，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愿景不仅来

自多边国家的视野，也扎根于其前和新近的双边国家关系的背景和辅助。譬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海洋经

济带及其与陆地经济带的连接方面建立的关键性双边关系，绝对不仅依赖“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事实

上，多边的亚投行的资助迄今还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双边关系下的国营和私企的投资规模，后者可以追溯

到 2007 年所建立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设立。

 “中巴经济走廊”设立于 2013 年，目的是建设基础设施来推动两国的贸易发展。截至 2016 年，中国

的投资，包括贷款、投资和补助，总额达到 460 亿美元，远远超过亚投行迄今的贷款。⑤该“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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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oussaint,  Eric, “75 years of interference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Part 7).”  CADTM, April  2, 2019. https://www.cadtm.org/spip.php?page=
imprimer&id_article=2194.

②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ug. 30, 2019. https://fas.org/sgp/crs/misc/IF1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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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Wikipedia,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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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的贸易，使其能够绕过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并连接上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关系对连接陆地和海洋的两条经济带的意义深远。

对巴基斯坦的贷款和援助仅在瓜达尔港的建设这一项便包括：截至 2015 年 8 月，7.57 亿美元的免息

贷款；其他免息贷款包括东湾高速公路的 1.40 亿、建筑防波堤的 1.30 亿；煤炭火力发电厂的 3.60 亿，以

及 300 个床位医院的 1.0 亿。此外，还有瓜达尔国际机场的 2.30 亿的直接援助。①这里的关键是，双边关

系和新的多边宽阔愿景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排除的。

仅从多边的亚投行来看，在 2016 年 6 月到 2019 年 5 月期间对巴基斯坦的贷款总共才 4.0 亿美元，远

低于对印度的总共 21 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印尼的 9.4 亿美元贷款。②后者说明的是与那两个人口众多的国

家建立友好贸易关系的意图，虽然，二者都是具有自己的意图，包括与中国背道而驰意图的国家。对它们那

样的贷款，说明中国贯彻其自身成功经验亦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与他国互利贸易的意图乃是认真的。

至于哈萨克斯坦，其政府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布了 55 项与中国合作的项目的清单（其中，15 项已

经完成，11 项仍在进行之中，其余在计划中）。所有这些项目的总额是 267 亿美元，其中，没有一项来自

亚投行，都是双边关系中的贷款，其中包括与瓜达尔港连接的铁路建设。③这些投资也告诉我们中国经济

关系的宽广框架，亚投行目前只不过占据其中较小部分。

此前的双边关系已被新的、更具吸引力的“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所掩盖，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联

和连接的。陆地经济带的愿景是之前的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拓宽，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与欧洲的宽阔视野，

而海上的经济带同样也是之前双边关系的拓宽，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而连接中东和南欧、北非和

东非以及更远地区的视野。

两条经济带不仅是跨国，更是跨区域、跨洲的设想。它们不仅是基于相对狭窄的战略性考量或具有紧

密盟友关系的考量。它们的愿景远不止于中国的盟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代表其中一部分：在 2016 年 6 月

到 2019 年 5 月底的三年期间，印度乃是从亚投行融资最多的国家，达到 21 亿美元的总数。毋庸说，印度

是具有其自身强烈的目的的国家，包括与中国不相符乃至于相悖的目的−至为形象地体现于其在伊朗的

距离瓜达尔港仅仅 80 公里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工程，其目的是让印度的经济关系和影响，经由伊朗而进入

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④

与此类似，位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区别于西向的“一带一路”，也已被纳入新的“一带一路”的

宽阔愿景中，作为中国称之与自身拥有“共同命运”的国家。在亚投行的最初三年期间，印尼乃是亚投行

的第二大受惠国，贷款总额是 9.4 亿美元。根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 2019 年的一项研究（依据的是一份彭博社

的报道），中国在印尼签署和计划中的项目总额达到 930 亿美元之巨。⑤这也是中国新愿景的宽阔视野的例证。

越南的经历也与此相似。它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中国对其深厚的历史影响，也有在越南共同

抗美的过去，更有两国 1979 年的短暂战争。但其从中国获得的投资项目在 2019 年 6 月也已达到 700 亿美

元的总额。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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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起来，我们可以从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的新近的关系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新

远瞻性愿景绝对不简单限于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如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而是纳入了与其十分不同

的、具有自身独立的视野和愿望的国家。这就说明其“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宽阔的多边视野，不仅

限于西向的陆地和海洋两条经济带，还纳入了南向-东南向的东南亚以及东向的韩国和日本。而在目前的客

观环境中，与所有这些国家的交往合作，必得是同时基于对方的利益考量才有可能实施。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对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一再从拒绝到模仿之两极趋向的分

裂视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远瞻愿景是个崭新的视野，与过去众多受害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包

括其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对待西方的两极趋向十分不同。它采纳了亚当·斯密将自由贸易认作一切发展

 （“国家财富”）的动力。它没有将那样的愿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混淆起来，而是将其完完全全地划归

于自由贸易将导致各方互利的核心原则。

同时，它撇开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关键伙伴：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的信念，

此信念声称最好是完完全全地让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中国凭借其作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的亲身经历而明确知道，放任的国家乃是个虚构，其起始乃是对重商主义的批评，而后在近代史中，成为

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自我辩护，之后，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化过程中，仍然掩盖了伴

随而来的一定程度的支配和政治干预的霸权。①

 “一带一路”的进路拒绝那些方面，这是我们可以从其作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的受害国家经验所能预料

到的。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迟来者，它实际上除了遵循其游戏规则之外别无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它实际上是对平等互利自由贸易的真正信徒，虽然对自由帝国主义和新自由霸权主义的自我理想化为

完全基于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普适的超政治意图具有深层的保留和警惕。它将贸易化约为其至为核心的互

利，并将国家的角色据实认作不可或缺，但不是为了支配他国而是为了共同发展的经济作为。它的自我表

达不是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而是强力有为的国家。它的方法不是政治支配而是协议双方的互利发展。它明

确地拒绝霸权−即单一国家的主宰性领导，而特别强调平等互利的自主合作。

但这不等于是一种不着地的理想主义，而是高度实用性的对贸易双方平等互利机制的依赖。它使我们

联想到中国的正义体系中的核心−−笔者根据对历史上深深影响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中华法系”

的研究而得出的“实用道德主义”基本思维的概括,②区别于美国式习惯性的对其两面性的霸权历史实际的

单一面的理想化表达，后者实际上混合了美国的超级强大国家组织（再次说明，包括 800 个境外的军事基

地）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霸权与自由和民主民主−我们可以称作之前的自由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以

及当前的新自由霸权主义实际。

笔者正是从如此的视野来提出以上关于历史来源及其当代演变的论述，并由此定位和理解中国关于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互利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它确实是个不同于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的愿景。它论

析的不是一个被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或“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建立或扩大

的具体的新市场，并借此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进路。它不是一个被理想化/意识形态化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

遵循的普世科学规律，而是一个经过道德价值选择所指导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的具体发展道路。

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无为的国家”而是一个为争得反帝国主义的自主权而来的革命型国家，但它不是一个

要求争得霸权的国家，而是一个反“霸道”的“王道”的国家。也许至为关键的是，它如今已经不再是一

个由于受到西方的欺压而在近两个世纪中强烈倾向于要么完全拒绝要么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的中国，而是

一个已经具有一定自信和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的远瞻愿景的国家。

六、“一带一路”与过去农村发展战略的异同

 “一带一路”的倡议确实代表了一个之前未能成为中国决策思想主导性的、不简单是模仿西方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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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 《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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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瞻性愿景和进路。对比“一带一路”与近年来的乡村发展战略（特别可见于最近连续 16 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的不同。后者在最近的十九大之前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以资本为主，由

国家提供资金来带动市场化主体的兴起−如龙头企业、大户、超过百亩规模的“家庭农场”，将小农视

作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对象。可以说颇像美国型的主要依赖资本−由私企和国家投资或援助−的新自由

主义霸权下的全球主义，将发展中国家视作被动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它认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但说不

上是真正的由双方作为平等主体来交易的自由市场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主的行动方

案：它将对方视作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不过是使资本盈利最大化的工具，不具有主体性。①而

 “一带一路”的基本精神则虽然是市场主义的−它的远瞻愿景和实施方案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协议，

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要通过两国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双方的互利贸易，借此来推动两者的共

同发展。在实施中，鉴于眼前的客观实际，这样的合作必须经过对方主体的同意，不能简单通过霸权和营

利，附加“给予”和“援助”来实现，而需要通过对等的谈判交易来实施。它讲究的不简单是美国式全球

主义的使用后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使资本盈利最大化，而是通过互利的贸易来发展双方的经济。它可

以被称作“没有资本霸权的市场主义”愿景。

我们也许可以借“一带一路”的设想来重新思考中国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在过去的设想中，农民不

具有能动性，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受惠者，被认作是不能起到“带动”农村发展的主体。这是与美国全球主

义对待后发展国家基本态度相似的进路。但笔者长期以来已经一再论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

 “新农业革命”中，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农业生产的主体其实一直都是小农户，而不是政府或资本主义型

农业企业或大户，小农户既是新农业（尤其是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

值的三分之二）的主要劳动者，也更是其主要投资者（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②同时，小农户更是城市

工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其新兴的众多城镇小资产单位（如小店铺、摊贩、廉价服务等）的投资者和经营

者。他们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无疑乃是其主要主体之一。虽然如此，他

们仍然一直被广泛视作无作为的群体，最多将他们看作仅仅是为新兴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不

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③因此，国家和城市的中产阶级很少将他们看作有尊严、能动性和创新性的

重要主体。如今，我们需要一改过去的思路，设想一个从农民主体性出发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应

该将农民和农村视作必须被尊重、被平等互利地看待的主体。任何农村发展计划须要以他们为主体，国家

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那样的宽阔和综合性视野来指导、带动农村发展，但不可将其视作仅仅是一种受惠

的、被支配的、不具能动性的被动体。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按照“一带一路”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

的远瞻愿景来重新思考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包括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计划中调整对待农村和农民的态度。

其中，一个必须的认识是，中国历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之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设想的不同。在亚当·斯

密那里，现代城乡贸易是个完全双向的关系，由此推动了螺旋似的分工和发展。但中国过去的市场一直都

仅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主要由农村为城镇提供农产品和奢侈品，较少有反向的贸易（颇像殖民地之相

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由“榨取”推动的商品经济。④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的

城乡关系一直带有榨取/剥削性多于互利性的特点，从而导致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的“城乡差别”以及

伴之而来的将农村视作仅仅是个被动体而不是个能动体的思维习惯。今天，经过 1980 年代以来的（笔者称

作“隐性”）新农业革命之后，许多农民已经获得初步的经营主体性，也包括收入的剩余。国家如果能够

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①参见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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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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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协助农村保留更多的剩余−譬如，结合村社合作来为农产品提供高效廉价的新型的“纵向一体

化”服务的物流体系，并由国家来建构新型的服务性现代化批发市场，一如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那

样，并且为农村和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民福利，将会大幅度提高农村农民对城镇商品的购买力，真正划时

代地扩大国内市场，为城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规模大得多的“内需”和市场。借此，将能更进一步促

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低像目前这样对国外市场过分高度的依赖。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的新远瞻性愿景其实还带有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消退之后的如何恢复

生产和市场的路径启示。如今中国经济面对的是全球化经济结构下国家和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

链的“脱钩”困境，以及其所附带的今后的全球经济出于同样考量的更大规模的结构性重组。除了进行恢

复、重建一些已有的产业和供应链之外，我们也可以将目前的危机视作可能促进划时代变迁的契机−即

将农村的发展视作相似于构建两大经济带倡议中的推进平等互利之发展和贸易的机会。要真正强力地带动

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许多是外来的）资本为主导的发展，而应当以

推动城乡平等互利的贸易（斯密意义上的理想化自由市场经济）来实现共同发展。这样的农村发展，更可

以成为与目前的另一关键发展战略−即四大经济区（粤港澳、长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连接成为一个潜力更大更广的近距离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①譬如，在

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强力推进覆盖所有自然村的公路网 (“一村一路”)；在贸易方面，可以朝更加平等互

利的双向贸易推进，借以扩大国内市场，做到可持续发展。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也许是，尊重乡村的村民

和村社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不是将其视作仅仅是外来行动的对象或行将消失的落后现象。这也是“一带

一路”新前瞻性愿景和实施方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责任编辑：天 竞  编辑：王 鑫）

A New Integrative Vision: China’s Belt-Road Initiative and Its
Asian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Bank

Philip C. C.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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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has  seen  violent  swings  from  outright  rejection  of  the  West  to  imitation  of  it.  Now,  nearly  two

centuries  later,  China  is  finally  working  its  way  toward  a  more  integrative  approach,  drawing  both  on  its

experience of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 and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s moving forward with a

vision that would attempt to take the best from each of the hitherto either/or approaches. Much of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analyses, however, are still largely mired in an older Cold War Manichaean world view,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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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themsel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that focus mainly on power and its use,

have tended to overlook the distinctive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of combining moral visions with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r, they are limited to restating or explicating official discourse, without considering actual

practice  or  its  underlying  vision.  We  ne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ual  roots  of  China’ 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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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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